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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 与清代科举考试

安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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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孝经》 与清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影响， 其具体表现之一即 《孝经》 与清代科举考试的

关系。 自顺治帝将 《孝经》 纳入科举考试， 以论体出题从而衍生 “孝经论” 的科举文体。 这一科举文体成

为清代科举选才的一个特殊标准， 历经数朝的变动与争议， 最终在乾隆末年退出科举乡、 会试。 探究 “孝

经论” 的衍出及其流变， 既可以展现清代统治者宣扬 “以孝治天下” 的用意， 也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科举

选才取向的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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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桑兵： 《辛亥革命的再认识》， 《中华文史论丛》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清代科举考试在文体上最重制义 （习称八股文）、 试律诗， 其次是策问； 在经书方面又最重

四书， 其次是五经。 至于其他经书， 如清前期统治者推崇的 《孝经》， 在清代科场中的地位与表

现形态， 则颇为耐人寻味。 清初顺治年间， 《孝经》 被纳入科举考试， 以论命题而衍生出 “孝经

论”。 这一科举文体在清代科举文体格局中几乎以 “异类” 自居， 显得有些 “格格不入”， 最终

于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 退出科举乡、 会试。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梳理 《孝经》 进入和

退出清代科举考试的过程， 追究政令变革的缘由和用意， 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选才形式和观

念的多元多样性， 而且可以反映 《孝经》 与清初政治文化的互动影响。

一、 以孝治天下

中国古代帝王治天下， 在用人行政层面， 注重以治人之人驭治事之才， 这直接影响到抡才取

士的标准。①故而古代帝王提倡 “忠孝” 之义， 在家为孝子， 出而为忠臣， 无疑是朝廷维护统治

和教化万民的要术。 正如 《论语》 所谓： “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 不好犯上， 而好

作乱者， 未之有也。” 清初统治者倡导 “以孝治天下”， 并将 《孝经》 纳入科举考试， 其意正在

于此。
《孝经》 一书， 阐发孝道， 与人伦关系密切， 历来为中国古代帝王所重， 被用来教化士民，

维系统治。 除了推崇表彰之外， 某些帝王甚至 “亲自” 尝试为 《孝经》 作注。 据乾隆年间四库

馆臣称， 历代帝王注 《孝经》 者， “晋元帝有 《孝经传》， 晋孝武帝有 《总明馆孝经讲义》，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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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有 《孝经义疏》， 今皆不存。 惟唐元宗御注列 《十三经注疏》 中， 流传于世。” 唐开元十年

（７２２） 六月， 唐玄宗为 《孝经》 作注， 颁行天下及太学。 至天宝二年 （７４３） 五月， 又重注

《孝经》， 再颁行天下， 司马光、 范祖禹以下诸人注 《孝经》， 均不能出其范围。①
明儒黄道周曾指出： “ 《孝经》 有五大义。 本性立教， 因心为治， 令人知非孝无教， 非性无

道， 为圣贤学问根本， 一也。 约教于礼， 约礼于敬， 敬以致中， 孝以导和， 为帝王致治渊源， 二

也。 则天因地， 常以地道自处， 履顺行让， 使天下销其戾心， 觉五刑、 五兵无得力处， 为古今治

乱渊源， 三也。 反文尚质， 以夏、 商之道救周， 四也。 辟杨诛墨， 使佛、 老之道不得乱常， 五

也。”② 其中 “为圣贤学问根本” 无疑是表彰 《孝经》 的门面话， 而 “为帝王致治渊源” 一语，
尤能直抒历代帝王重视 《孝经》 的胸臆。

作为 “外族” 的清代统治者反而更强调崇尚经术， 重视汉人经籍的编撰和翻译事宜， 一来

学习先进文化， 提升满文化的整体水准， 二是希望藉此削弱汉人的抵制之意， 达到长治久安的目

的。 尽管如此， 满人某些礼俗， 特别是与人伦、 婚姻相关的某些习俗， 难免授人以柄， 遭到汉人

和朝鲜人的讥讽。
顺治帝亲政以后， 正式提出 “孝治天下” 为治国之道， 强调学习汉人礼仪与文化， 加快了

满人汉化的进程。 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 八月， 以上皇太后徽号礼成， 颁诏天下。 诏曰： “朕惟帝王

孝治天下， 尊养隆备， 鸿章显号， 因事有加， 乃人子之至情， 古今之通义也。”③ 从提倡 “孝治

天下” 到重视 《孝经》， 顺治帝从而将 《孝经》 纳入清代帝王之学的范畴。
顺治十年夏， 时任工科给事中的魏裔介鉴于当时士习浮靡， 不尚实学， 上疏请端风尚， 崇古

学， 教养人才， 首要即在科举考试中以 《孝经》 命题。 疏谓： “ 《孝经》 为先师孔子手定之书，
至德要道， 百行之首。 自天子至于庶人， 孰不以孝为根本？ 在昔有汉之世， 下至虎贲， 犹能诵

习， 乃明代不以取士， 实为缺典。 今请敕下礼部行各督学院道颁行士子肄习， 凡科、 岁两考及

乡、 会场， 俱命题一道， 以见我朝敦笃实行， 得为治之大原。” 顺治帝以为所言重 《孝经》 等条

均有裨于学政， 所言可采， 令礼部详议具奏。④ 因当时科举考试以沿袭明制为要， 似未见诸实

施。
然而， 魏裔介所言倒是令顺治帝对 《孝经》 开始重视起来， 特别是 《孝经》 有裨人伦、 纲

纪和治道的功能。 此后， 围绕此义展开了一系列举措， 正式将 《孝经》 提升到清代帝王之学的

高度。 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撰写 《御注孝经》。 该书约一万余字， 表彰 《孝经》 词近而旨远， “等而次之， 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 推而广之， 自闺门可放诸四海； 专而致之， 即愚夫、 愚妇可通于神明。 故语其平

易， 则人人可知可行； 语其精微， 则圣人亦覃思于阐绎”， 使圣人遗训无一义不彰， 无一人不可

喻， 较之唐玄宗所注， 更切中教化本原。⑤ 为教旗人诵读汉人经书， 顺治帝还命刑科给中事完颜

阿什坦翻译 《大学》、 《中庸》、 《孝经》 诸书， 诏令刊行。⑥
其二， 饬谕重臣编纂 《孝经衍义》。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四日， 顺治帝令内三院大学士冯铨等

编纂 《孝经衍义》， 宣扬以孝治天下。 谕称：
自古平治天下， 莫大乎孝。 孝为万事之纲， 五堂百行， 皆本诸此。 故孔子手著 《孝

经》， 以诏后世。 上自天子， 下逮庶人， 至孝之道， 罔不备焉。 朕观其立言正大， 蓄意深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 卷 ３２， 上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 第 ２６３、 ２６６ 页。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 卷 ３２， 上册， 第 ２６５ 页。
《清世祖实录》 卷 ５９， 顺治八年八月丙寅。
魏裔介： 《士习隳靡已久疏》， 魏裔介著， 魏连科点校： 《兼济堂文集》 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６—１７
页。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 卷 ９４， 上册， 第 ７９６—７９７ 页。
陈康祺： 《郎潜纪闻二笔》 卷 ３，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 下，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第 ３６２ 页。



远， 苟非取古人言行关于孝道者， 推而广之， 不足以彰其义。 兹欲博采群书， 加以论断， 勒

成一编， 名曰 《孝经衍义》。 特命卿冯铨为总裁官， 冯溥、 黄机、 吴伟业、 王熙、 曹本荣、
姜元衡、 郭棻、 宋之绳为编纂官， 曹首望、 盛际斯、 方兆及、 吴炜为誊录官， 王钟庞、 包元

辰为收掌官。 卿等膺兹委任， 须勤敏敬慎， 悉心搜辑， 务俾读者观感效法， 以称朕孝治天下

之意。①

该书体例与 《御注孝经》 不同， 仿真德秀作 《大学衍义》， 以 “经称先王以发端， 明是为君

天下之天子陈孝道” 的本旨， “以一心一理推而广之， 贯通乎万事万物， 自上以及下， 笃近而举

远， 源流本末， 无所不赅， 而于天子之孝， 推演尤详”。②

此书终顺治一朝并未告成。 康熙帝亲政后， 继续推动此事。 康熙十年 （１６７１） 二月， 上谕

臣工纂修 《孝经衍义》， 以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为总裁官。③ 后又由礼部侍郎张英负责， 至康

熙二十八年五月全书告竣， 共计一百卷， 缮写进呈。 康熙帝称： “ 《孝经》 一书， 皇考世祖章皇

帝以孝为万事之纲， 五常百行皆本诸此， 令儒臣博采群书， 加以论断， 名曰 《孝经衍义》。 奉有

谕旨， 尚未编纂。 朕继述先志， 特命纂修。 今成书进呈， 已经全览， 着刊刻颁发， 以副皇考孝治

天下之至意。”④

其三， 将孝治纳入礼制纲纪和官员、 士子考核之中。 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 正月初三日， 顺

治帝因皇太后身体康豫， 颁诏大赦天下， 为天下士民行孝的表率。 诏曰： “帝王以孝治天下， 莫

大乎事亲， 必福寿康宁， 而人子之欢心始畅。”⑤ 顺治十八年正月， 其遗诏同时以 “渐习汉俗”
和不能尽孝为其罪状， 谓亲政以来， 渐习汉俗。 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 以致国治未臻， 民生未

遂， 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 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 隆恩罔极，
高厚莫酬， 惟朝夕趋承， 冀尽孝养。 今不幸子道不终， 诚悃未遂。 是朕之罪一也。”⑥ 这是似非

而是的表述， 一方面以子道不终自责， 一方面又以渐习汉俗罪己， 恰恰表明 “孝治天下” 在清

初已经渐渐融入满洲礼俗之中。 后来， 顺治帝的谥号中采用了 “纯孝” 二字， 且他的陵寝又以

“孝陵” 命名， 亦是一证。 纵观清代历史， 顺治帝大概是最提倡 《孝经》 的皇帝了。
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 七月， 在惩治鳌拜之后， 因郊祀之期在际， 山东道监察御史周季琬奏请

定皇家祖宗配天之礼， 以光孝治。 奏称： “夫孝莫大于严父， 严父莫大于配天， 自古迄今未有受

命之君而不配天者， 亦未有称祖而不配天者。” 又引 《孝经》 为证， 请敕下礼臣酌古准今， 修明

祀典， 奉顺治皇帝的神主并享郊坛， “斯于 《孝经》 严父配天之义， 深合而曲当”。 康熙帝以为

然， 令礼部详议。⑦ 配天之礼遂成为清朝的一项礼仪。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十一月二十六日， 因康

熙帝配天礼成， 颁诏时亦引 《孝经》 “孝莫大于严父， 严父莫大于配天” 之语。⑧

清初统治者在上既自为表率， 在下则以此督责臣工和士民。 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 因广东道监

察御史陈启泰疏言： “举八旗孝子顺孙义夫节妇， 与汉人一体表扬， 仰见皇上锡类之仁， 满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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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然丁忧之制， 满臣独异， 请与汉臣一体守制， 以广孝治。”① 顺治帝谕令礼部议行。 后调整

为旗人丁忧守制百日， 即可任事， “惟服中不升迁”。② 顺治十五年， 新科进士钱元修因参加考试

时， 正值其父钱开宗获罪逮审， “元修知有科名， 不知有父， 明系不孝”， 被革除功名。③ 顺治十

七年， 翰林院检讨庄朝生又因家兄不孝不弟， 为家国所不齿， 被参 “无文无行， 不宜主试， 恐

有不明不公等弊”。④ 由此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孝经》 在清代的历史命运， 很大程度上与顺治帝的提倡有关， 而在事实上又由清朝入主中

原后为了维系统治而吸纳汉文化的大势所决定。 从顺治帝提倡 “孝治天下”， 到将 《孝经》 提升

为帝王之学， 后来又将 《孝经》 纳入科举考试的命题范畴， 并以 “论” 体的形式作为抡才与教

士的标准， 从而使 “孝经论” 作为一种新的科举文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孝经》 与抡才

据清人所述， 汉代已经以 《孝经》 教士。 后来唐玄宗两次为 《孝经》 作注， 颁发学宫。 然

而， 清代以前的科举考试并未以 《孝经》 命题。 科举乡、 会试以 《孝经》 命题取士， 始于顺治

年间， 终于乾隆年间。
如上节所述， 此议初由魏裔介所创， 拟于 “科、 岁两考及乡、 会场， 俱命题一道”， 当时似

未实行。 但是在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 礼部议定： 科举乡、 会试的第二场论题， 考官应间出 《孝
经》， 以励士尚。⑤ 这显然与魏裔介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顺治十七年， 吏部尚书孙廷铨奏请国

子监应增添满洲子弟名额， 亦以 “稽之汉代， 期门羽林之士， 皆诵 《孝经》” 为典故。⑥ 而 《御
注孝经》、 《钦定孝经衍义》 均颁行国子监及各地学宫， 令士子诵习。

需要指出的是， 《孝经》 作为科举考试与学校课士的标准， 是以孝经论的形式， 且与表、 判

等文体居于第二场。 如果考虑到明清科举乡、 会试偏重头场文体的风气， 那么孝经论在科场中的

实际地位就不应作过高的估计， 或者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与顺治帝重 《孝经》 不同， 康熙帝更偏重 《五经》 等经书， 他先后敕重臣编纂了 《御纂周

易折中》、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及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而且推崇宋

儒的 《太极图说》、 《通书》、 《西铭》、 《正蒙》 等阐释性理之学的经书 （此类书在明代汇编为

《性理大全》， 在清代往往简称 《性理》）。 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 十一月十八日， 九卿议覆科场

事宜时， 以 《孝经》 篇幅短少、 孝经论的题目甚少为由， 建议科举乡、 会试二场的论题改出性

理论， 用 《太极图说》、 《通书》、 《西铭》、 《正蒙》 等书一并命题。 康熙帝谕令实施。⑦ 康熙五

十五年， 又谕令论题专用 《性理》， 不必再用 《孝经》 命题。
雍正帝即位后， 对 《孝经》 的态度迥异其父， 而是取法其祖。 具体措施约有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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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 文海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１４５ 页。
孙廷铨： 《请增满洲肄业疏》， 文庆等纂修， 郭亚南等校点： 《钦定国子监志》 下册， 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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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颁发 《钦定孝经衍义》， 令天下士民诵习。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七月， 他饬谕礼部尚书张廷

玉称： “ 《钦定孝经衍义》 一书， 广博精深， 宜颁布海内， 使天下之人， 观览诵习， 以为修身务

学之本。”①

其二， 编纂新的 《孝经》 注本。 事实上， 雍正帝对 《孝经》 的重视程度， 仅次于其祖顺治

帝。 鉴于 《钦定孝经衍义》 卷帙繁多， 不便满人诵习， 专门命臣工刊刻 《孝经》 清汉文对照版

（同时刊 《小学》 清汉文）。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因刊刻告成， 《御制孝经序文》 曰：
《孝经》 者， 圣人所以彰明彝训， 觉悟生民。 溯天地之性， 则知人为万物之灵； 叙家国

之伦， 则知孝为百行之始。 人能孝于其亲， 处称惇实之士， 出成忠顺之臣， 下以此为立身之

要， 上以此为立教之原， 故谓之至德要道。 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 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

也。 恭惟圣祖仁皇帝缵述世祖章皇帝遗绪， 诏命儒臣编辑 《孝经衍义》 一百卷， 刊行海内，
垂示永久。 顾以篇帙繁多， 虑读者未能周遍， 朕乃命专译经文， 以便诵习。 夫 《孝经》 一

书， 词简义畅， 可不烦注解而自明， 诚使内外臣庶， 父以教其子， 师以教其徒， 口讽其文，
心知其理， 身践其事， 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 扬名显亲， 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 竭力致

养， 家庭务敦于本行， 闾里胥向于淳风。 如此， 则亲逊成化， 和气薰蒸， 跻比户可封之俗，
是朕之所厚望也。②

同年， 雍正帝亦手定 《御纂孝经集注》 一卷， 便于汉人诵习。 《孝经》 一书虽止一卷， 但自

古以来作注者 “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 有名可纪者， 凡九十九部， 二百二卷， 元明两代不预

焉”。 “宋以后之所说， 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 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 于孔、 曾大义微言， 反

视为余事， 注愈多而去经愈远。 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 或伤芜杂， 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
爰指授儒臣， 精为简汰， 刊其糟粕， 存其菁华， 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 纂辑此编。 凡斧藻群

言， 皆亲为鉴定， 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 齐曜仪璘。” 四库馆臣指出， 顺治帝与雍正帝

两注本， 以帝王之术阐发圣贤意蕴， “故能衡鉴众论， 得所折衷， 于以建皇极而立人纪， 固非儒

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③ 所论颇为得当。
其三， 恢复科场考试 《孝经》。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饬谕大学士称：

《孝经》 一书， 与五经并重， 盖孝为百行之首。 我圣祖仁皇帝 《钦定孝经衍义》， 以阐

发至德要道， 诚化民成俗之本也。 乡、 会试二场， 向以 《孝经》 为论题， 后改用 《太极图

说》、 《通书》、 《西铭》、 《正蒙》。 夫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 岂若圣言之广大悉备？ 今自

雍正元年会试为始， 二场论题宜仍用 《孝经》， 庶士子咸知诵习， 而民间亦敦本励行， 即移

孝作忠之道， 胥由乎此。④

这道上谕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其一， 雍正帝变革康熙朝科场条例， 恢复顺治朝旧例， 仍于科

举乡、 会试二场考试孝经论； 其二， 将 《孝经》 与五经并重， 提倡孝为教化之本； 其三， 雍正

帝在变更成例时， 反而抬出其父之名， 将 《钦定孝经衍义》 的编纂之功归于其父。 这不免有些

以孝之名行不孝之实的意味， 或许也是在为他的变革寻找依据， 减轻改革的阻力。
雍正十二年七月初六日， 礼部议准： “国子监司业那尔布条奏学臣取进童生， 覆试时例有小

学论题一道， 嗣后请改用 《孝经》。 应如所请， 直省一体遵行。”⑤ 孝经论又成为童子试覆试时

的考题。
雍正帝重视 《孝经》 的态度， 对科场与士林影响颇巨。 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 都察院佥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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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实录》 卷 ９， 雍正元年七月辛丑。
《清世宗实录》 卷 ６４， 雍正五年十二月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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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徽甚至请求将 《孝经》 订入四书。 其称 “圣言称经， 自 《孝经》 始， 诸经以此称经”， 请将

《孝经》 与 《大学》、 《中庸》 订为一册， 自乾隆元年为始， 遇乡试、 会试， 与 《大学》、 《中庸》
一体命题。①

在元明清三朝重视四书过于五经的时代， 李徽的提议无疑具有 “颠覆” 的意义： 一、 若

《孝经》 订入四书， 则意味着 《孝经》 的地位超过五经； 二、 科举考试 《孝经》 将由乡、 会试

第二场提升到第一场， 彻底改变在二场不受重视的地位； 三、 不再以论题考试 《孝经》， 而是制

义， 即八股文。 这些意见应该是为了迎合清初统治者特意表彰 《孝经》 而发的。
然而， 礼部诸臣对此不能苟同， 逐一驳斥李徽的提议。 首先， “经解名篇， 著于 《礼记》。

离经辨志， 载于 《曲礼》。 则经名早见。 《孝经》 称天之经， 地之义， 乃举经常之道而言， 安得

以拟议之辞， 指为定名之义？” 其次， 四书乃朱熹自订， 刊于临漳， 宋理宗时颁行学宫。 至元明

以及清朝， 遵行已久。 《大学》、 《中庸》 由程子从 《礼记》 中摘出， 经朱子订入四书。 《孝经》
单行， 篇章无多， 何可与四书并列？ “李徽欲请订入四书， 将使天下后世谓四书订于朱子， 五书

订于李徽， 殊不自量之甚。” 最后， 科举乡、 会试 “第一场首试四书文三篇， 二场用孝经论一

篇， 与 《性理》 互出， 所以尊崇圣经， 总期发明经义， 文与论何择？”②

乾隆帝认为礼部议奏甚是， 将李徽之议驳回。 几天后， 乾隆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称： 自继

位以来， 勤思治理， 广开言路， 近来诸臣所奏颇不符求言之本意， 如 “李徽欲以 《孝经》 与四

书并列为五， 立义支离， 属辞鄙浅， 于宋元大儒所论 《孝经》 源流离合曾未寓目， 即欲变乱历

代论定列于学官数百年不易之旧章， 亦不自量之甚矣。”③ 乾隆帝秉政之初对 《孝经》 的态度，
似乎为后来 《孝经》 退出科举乡、 会试埋下伏笔。

其实， 早在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４） 乾隆帝即位后， 即更改科举乡、 会试的成例， 再次以 “论
题专用 《孝经》， 章句无多， 士子易于预拟” 为由， 令嗣后与宋儒讲性理之学的书参酌间出。④
对比康熙朝成例， 不难看出， 两朝的改制依据并无二致， 只是在改制条例上作了折衷， 将孝经论

与性理论间出。 这也表明， 乾隆帝要更改雍正帝重视 《孝经》 的成例。
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 四月， 孝经论在童子试中的地位亦遇到挑战。 在雍正十二年， 礼部原议

定： 将童子试覆试的小学论改为孝经论。 至此， 因顺天学政钱陈群奏请， 礼部议准： 童生覆试的

论题， 将 《小学》 与 《孝经》 兼出。⑤ 这与乾隆帝的执政风格颇为一致， 即将其父的一些成例

“拨乱反正”， 恢复康熙朝成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钱陈群的奏陈难免有迎合乾隆帝心意之嫌。 他奏称： “ 《小学》 一书分

内外二篇， 自立教、 明伦、 敬身、 稽古以至嘉言、 懿行， 大而尊亲敬上， 祗父恭兄， 小而洒扫应

对， 洪纤毕具， 所以涵养性天， 陶融气质， 与 《性理》 相为表里， 欲究 《性理》 必先植基于

《小学》， 方无躐等之弊。” 查康熙五十四年 （１７１５） 谕令童生覆试论题复用 《小学》， 雍正帝以

《孝经》 为圣言悉备， 应与五经并重， 乡、 会试论题专出 《孝经》， 复又令童生覆试用孝经论。
今既科举乡、 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已令孝经论、 性理论兼用， 那么应令童生覆试的论题应以 《孝
经》、 《小学》 兼出， “使士子束发读书， 先习 《小学》， 则觉世牗民， 已先启其知能， 而主静存

诚， 得徐探其窔奥， 庶理学昌明于天下， 而于国家兴贤育才之典”。⑥ 他显然是揣摩到了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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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趋向。
新令颁行之后， 落实情形难以达到乾隆帝的预期。 一是居然有巡抚分不清御纂的 《孝经》

注本。 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 时， 湖北巡抚崔纪奏请颁发武英殿、 翰林院的书籍， 其中提到 《御制

孝经》、 《御注孝经》、 《钦定孝经衍义》 等书。 礼部诸臣指出， “ 《御注孝经》 冠以御制序文， 并

非另有 《御制孝经》”。① 崔纪这样一位康熙年的进士， 雍正年历任翰林院、 国子监官员， 乾隆

初年又历任顺天学政、 陕西巡抚、 湖北巡抚等职， 竟然连 《御注孝经》、 《御制孝经》 等书都分

不清， 似乎表明 《孝经》 一书在科场与士林中的尴尬地位。
二是学政考试也不重视以 《小学》 命题。 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二月， 因直隶总督高斌等人奏

称： 童生县试、 府试时， 请将 《小学》 与 《孝经》 一体命题， 试论一道； 院考覆试亦试以小学

论或孝经论一篇。 大学士鄂尔泰、 张廷玉议覆时称： 童生院考覆试用孝经论和小学论 （间出），
原系现行之例， “但近来学臣， 或有不以 《小学》 命题者， 或有视为具文者。 嗣后应令学政于覆

试论， 务用 《小学》 命题。 凡府、 县试， 亦令于覆试时用 《小学》 命题， 作论一篇。 必通晓明

顺者， 方许录送学臣考试。 饬部令各直省通行。”② 这就是说， 至少在童子试的政令层面， 孝经

论渐有被小学论取代之势。
乾隆十七年七月， 因湖北学政葛德润奏陈考试事宜， 礼部议准考试拔贡条例应照乡、 会试之

例， 论题以 《孝经》、 《太极图说》、 《通书》、 《西铭》 等书参出， 自本年为始， 令各省学政遵照

实行。③
无论是孝经论， 还是小学论、 性理论等等， 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际地位都无足轻重。 在抡

才观念与制度程序都偏重于第一场四书文 （即所谓书艺、 八股文） 的大势下， 不止论题， 其他

如五经文、 表、 判、 策问等文体， 在乡、 会试中亦居于边缘地位。 自士民以上至考官、 皇帝， 对

此无不了然。
乾隆九年八月， 因顺天乡试加强搜检， 查出作弊及违式者甚多， 乾隆帝训饬士子时指出：

“二、 三场表、 判、 策、 论， 既悬为令甲， 士子自当一并留心， 而平日视为具文， 窗下并未寓

目， 惟有临时抄写之一法。”④ 可见他对科场内情并非一无所知。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在更定乡、 会试三场文体时， 乾隆帝又明确指出： “今士子

论、 表、 判、 策， 不过雷同剿说， 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 即经文已不甚留意。 衡文取士之谓

何？ 此甚无谓也。” 因此， 他决定乡试三场只保留四书文三篇 （第一场）、 五经文四篇 （第二

场）、 策问五道 （第三场）， 其他的论、 表、 判等文体， 概行删减。 至于会试， 除参照乡试三场

外， 于第二场的五经文外增加一篇表文。⑤ 次年， 又将表文改为试律诗。 此后， 礼部议覆御史陈

大复所奏考试各省拔贡和岁贡条例， 决定拔贡考试的二场， 不再用论、 判； 朝考亦删去论、
判。⑥

论题退出科举乡试和会试之后， 乾隆帝似隐隐有所不安。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 山西道监察御

史吴龙见奏称现更定科场条例， 论、 表、 判均不采用， “但性理论题， 向出 《太极》、 《通书》、
《西铭》、 《正蒙》 诸编， 内有朱注及诸儒解释， 广大精微。 请嗣后乡、 会试， 第一场四书文后，
仍用性理论一道。” 奉旨令着照所请施行。⑦

经过此番科举改制， 孝经论正式退出科举乡试、 会试及拔贡考试。 可是性理论却废而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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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 卷 １００， 乾隆四年九月甲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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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第二场升为第一场， 可算得上 “因祸得福” 了。 不过这样的科举文体格局， 并未维持太久，
至乾隆四十八年即将第二场的试律诗、 第一场的性理论对调， 性理论重回科举乡、 会试第二

场。①

有官员对科举乡、 会试保留性理论， 而取消孝经论不无异议。 因科场政令影响学校课士与士

林学风， 若不考 《孝经》 很可能导致士民不再诵习 《孝经》。 乾隆五十年九月， 礼部尚书姚成烈

奏称： “近数科乡、 会试二场， 只以 《性理》 命题， 士子以 《孝经》 为功令所不及， 反置高

阁。” 大学士议覆时称： “应如所奏。 申明旧制， 以下次乡、 会试为始， 二场论题 《孝经》 与

《性理》 二书按科轮出， 请着为令。”②

乾隆五十二年， 随着科举乡试和会试的第二场五经题的改制， 由专重一经改为五经轮试、 并

试， 四书与五经毕备， 故孝经论和性理论再次退出。 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 有官员希望在科举乡、
会试中恢复论题， 被大学士会同礼部议驳。 理由在于 “从前因论内易藏关节， 移置二场， 嗣后

酌改为五经文五篇， 将论裁去， 历科遵办， 迄今已三十年”， 故所奏应毋庸议。③

此后， 《孝经》 主要保留在童生覆试及旗人初级的各项考试之中。 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七月，
上谕： 雍正年间编纂的翻译 《孝经》， “为八旗各项考试命题之本”， “现在各省驻防乡试、 童试，
举行翻译已历有年； 在京各项考试， 尤为八旗士子进身之阶。 诚恐其循诵习传， 不免参差简

略”， 参照乾隆年间的 《钦定翻译五经新语》 之例， 悉加厘定， 由武英殿刊刻清文汉字合璧成

书， 颁行中外， 使满汉士子讲习有资。④ 这大概是清代统治者表彰 《孝经》 的尾声。
在清朝停科举之后，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三月， 有官员上书条陈学堂事务， 提出蒙学堂

必以 《孝经》、 《四书》 为初基， 所涉及的已是 《孝经》 与新式教育的融合问题了。⑤

三、 从史论到经论

孝经论及性理论和小学论， 在清代科场取士的地位和作用， 固然无法与四书文、 试律诗及五

经文等文体相提并论。 但如果将视野放远放宽， 从中国经学史、 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举史的维度

衡量清代孝经论及性理论、 小学论等科举文体， 或许有些新的认识。
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中较早出现的文体， “论” 主要用于陈述事理， 评议古今人事， 尤以

史论、 政论为大宗。 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 论体被纳入科举考试， 亦是史论， 在古文八大家的推

动之下， 臻于兴盛。 明代科举考试采用论体， 同样也是史论， 考察士子对史事人物的认知和观

点。
严格意义上的 “经论”， 出现较晚。 汉唐时期， 经学家严守家法， 探讨经义时， 谨守疏不破

注、 注不破经的宗旨。 自韩愈倡导经学应扫除章句， 直指人伦， 至宋代经师又将经书比附内典，
讲经的取法突破了汉唐家法， 不仅以注、 疏的体裁阐发经学要旨， 还以 “论” 体来探讨经义。
明代徐师曾著 《文体明辨》 将论体分为八类， 专门辟有 “经论” 一类， 选录了欧阳修的 《泰誓

论》 和 《春秋论》、 苏洵的 《春秋论》、 苏轼 《王者不治夷狄论》、 王安石 《三圣人论》 等文。
孝经论及性理论、 小学论等文体， 无疑属于经论的范畴。 在这个意义上讲， 清代以孝经论等

文体选才取士， 意味着科举文体的范围又从史论拓展到经论方面， 事实上， 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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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 卷 １１６１，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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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八股取士时， 还规定乡、 会试第二场考试四书论、 五经 （本经） 论、 表各一篇、 判五道，
从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开始。① 这同样是以经论取士， 可以说是清代科举制度对中国科举史的贡

献。
以孝经论及性理论、 小学论等经论取士， 对清代科举文体格局的影响如何？ 或许可以从戴名

世的 《小学论选序》 中管窥一斑。 他从古文与时文的角度评议经论与经义 （四书文、 五经文）：
今夫经义之与论也， 虽皆古文之派别， 而其体制亦各有不同者。 今之经义， 则代圣人贤

人之语气而为之摹拟， 其语脉之承接于题之上下文义， 皆各有所避忌， 盖其法律极严以密，
一毫发之有差， 则遂至于猖狂凌犯， 断筋绝膑， 而其去题也远矣。 至于论者， 则可以出己之

意见， 反复辨难， 穷尽事理， 以求无余蕴， 而于题之上下文义不必有所避忌， 但须斟酌损

益， 而不使轻重宾主或至倒乱于其间。②

戴名世同时指出， 今之常以时文与古文区分经义与论， 当朝廷以经论取士， “论亦且化而为时

文”， 可能导致 “经义与论且同归于臭败而后已”。 就清代士林的舆论来看， 孝经论并不如小学

论值得提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孝经》 一书的真伪存疑。 尽管清朝顺治帝、 雍正帝及重臣提

倡 《孝经》， 使许多官员和士子对 《孝经》 的伪书问题三缄其口， 可是仍有士人提倡 《小学》
而贬斥 《孝经》。 魏禧就称： “然则， 治 《小学》 何以不治 《孝经》？ 曰： 此非圣人之言， 肤已

甚于 《小学》， 《孝经》 之美存焉而去其肤， 汉儒伪作无疑也。”③ 因此， 以好古著称的乾隆帝决

意取消 《孝经》 取士， 是否亦有这一层因素的考虑呢？
相较于经论取士， 清代士林舆论似乎更倾向于史论取士。 自孝经论、 性理论及小学论纳入清

代科举考试， 史论便退出科举乡、 会试了。 史论取士的废除， 令许多士人感到惋惜。 晚清广东大

儒陈澧认为科场取士， 以经说与史论最善， 史论以 《御批通鉴辑览》 命题为宜。 “夫士不可不知

史事， 前代之治乱兴亡， 与夫典章制度、 前言往行， 有益于人者甚大， 但二十四史之书太多，
《资治通鉴》 亦复繁博， 且作史者人非圣贤， 不能无偏， 惟 《御批通鉴辑览》 书不多而事备， 又

经圣人之论定， 以此命题著论， 则士必通知古事， 有益政治。”④ 这无疑是晚清科举改制特设中

国政治史事论的先声。

四、 结语

通过梳理 《孝经》 进入和退出清代科举乡、 会试的历程， 进而可以申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孝经》 进入科举考试， 与清朝政治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顺治帝重视 《孝经》， 提倡

以孝治天下， 并将 《孝经》 纳入抡才大典与学校课士， 是清朝政权 “汉化” 的表征之一， 乃至

将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汉文化植入满人礼俗与习俗。 历经清初帝王的努力， 这一目标最终实现，
《孝经》 及人伦观念都已深化到清朝的典礼、 婚姻及其他礼俗之中。 换言之， 《孝经》 进入科举

考试， 不过是上述清朝政治文化转型的一个侧面反映。
第二， 《孝经》 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尽管清代统治者提倡孝治天下， 并将 《孝

经》 纳入科举考试， 但并不应过高估计 《孝经》 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就清代选才观念与标准

而言， 四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清以前是难以撼动的。 就经书的学术价值和教化功能

而论， 《孝经》 较之于四书、 五经， 自然要退居其次。 就清代科举文体和场次而论， 头场的四书

文、 五经文 （乾隆年间退居二场） 始终是影响科场与士林最重要的文体， 作为论体的孝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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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 小学论， 不过是科场的点缀而已。
探讨科举文体的问题， 除了探讨政治、 制度、 文化等层面的相关问题外， 难以回避的是文体

形态问题。 若要探讨孝经论的文体形态， 不仅需要选取几篇范文样板，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搜罗其

选本及士林的评点。 然而， 孝经论的选本迄今未得一见 （未必没有）， 这可能是它们数量之少、
流传不广及影响之轻的一个例证吧。

第三、 科场论题以 《孝经》 命题， 存在考试的缺憾。 《孝经》 篇幅短小， 可资出题的内容有

限， 对考官而言不啻于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士子而言则易于揣摩， 难以作为抡才取士的持续性取

材。 孝经论及性理论等论题， 与制义代言体不同， 易于藏关节， 妨碍科举考试的公平。 这应是康

熙帝、 乾隆帝决定科举考试不用孝经论的重要依据。
第四， 《孝经》 进入与退出科举乡、 会试， 都与政治需求、 统治者个人好恶息息相关。 清代

科举政令的调整， 基本上都取决于政治需求和统治者好恶， 所不同的是， 定鼎之初往往更偏重政

治需求， 承平之世则视统治者好恶为转移。 孝经论退出科举乡、 会试既不是影响清朝科举考试得

才与否的关键， 更谈不上可能起到了清朝由盛转衰的作用， 但以试律诗取代论题则反映出乾隆帝

更改科举制度的取向， 并由此形成定制。 那些魄力不足的后代统治者只能墨守因循， 不能在变局

来临之际及时根据政治需求调整和变革科举制度， 最终导致科举制度成为存留与否的讨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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